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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村旅游对农户生计脆弱性影响评价
——基于社会一生态耦合分析视角
蔡晶晶，吴希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基于社会—生态耦合分析视角，将乡村旅游目的地视为局域性的社会—生态系统，“旅游活动”视为对系
统的扰动，“参与旅游”视为农户生存理性下的适应性生计策略；借鉴可持续生计框架对福建省 5个案例村乡村
旅游发展历程进行了梳理，综合运用主客观权重法对农户生计资本和生计脆弱性进行评价与分类对比分析，探究
农户生计资本和生计脆弱性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乡村旅游在改善农户生计资本的同时也对当地社会—生态系
统形成全面扰动和冲击，农户生计脆弱度整体处于中高水平。不同案例村、不同生计策略类型的农户生计情况表
现出较大差异。除了生计策略，农户生计资本还受到旅游公司合作、村干部能力和农户互助交流的显著正向影响。
社会子系统遭受的不利扰动是农户“降低脆弱性”的最大障碍，社会资本和认知资本本身的高度不稳定性是驱动
生计脆弱度上升的关键因素。因此，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应确保农户土地增值收益，引导农户自组织建设，以制
度供给保证农户对社区公共事务的主导权，改善自然资本和物质资本，建立更高覆盖面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农
户抵御生计风险的能力，降低生计脆弱性。
关键词：乡村旅游；农户生计；社会—生态系统；生计脆弱性；生计资本；生计策略；可持续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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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s of rural tourism on the vulnerability of farmers’ livelihoo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upled social-ecological system
CAI Jing-jing, WU Xi
（School of Economics,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361005, China）
Abstract：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upled social-ecological system (SES), the rural tourism destination was considered 
as the local SES, the “tourism” as a disturbance to the system, and the “participation in tourism” as farmers’ adaptive 
livelihood strategy, and with the method of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weighting, this paper examined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rural tourism in the five selected villages of Fujian Province, evaluated the vulnerability of farmers’ livelihood, 
and analyzed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farmers’ livelihood capital has been improved by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but the local SES also suffered the disturbance and shocks from rural tourism. The farmers’ 
livelihood vulnerability is at middle-high level and it depends on different villages and different livelihood strategies. In 
addition, farmers’ livelihood capital i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cooperation among the sample villages and travel 
agencies, the capacity of village officials and mutual exchange among different farmers. The adverse disturbance to the 
social system became the largest obstacle for farmers to reduce their livelihood vulnerability, and the high uncertainty 
of social capital and cognitive capital is the key driving force. In order to reduce farmers’ livelihood vulnerability and 
to achiev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the government should ensure the land increment income of 
farmers, guide farmers to organize themselves, guarantee farmers’ decision-making on the community public affai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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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生计问题一直是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议题。
受益于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乡村旅游业空前繁荣，
其在农户生计改善方面的积极作用被广泛关注，被
视为扭转农村发展边缘化趋势的重要手段。然而，
我国农村贫困地区与生态脆弱地带在地理空间分布
上的高度一致性使旅游地本身成为一个复杂的社
会—生态系统，包括资源系统、使用者系统、治理
系统等要素，具有复杂性、动态性、不可预期性等
特征。乡村旅游在改善农户生计境况的同时，却对
当地社区生态环境、社会文化和经济结构造成扰动
与冲击，提升了农户适应难度和社会—生态系统脆
弱性。如何在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背景下通过发
展乡村旅游来改善农户生计资本、提高适应力、降
低生计脆弱性，已经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自“可持续生计”概念被提出以来，国内外学
者做了大量研究，在农村反贫困、农户生计改善方
面取得了丰硕成果，而社会—生态系统研究的兴起
使农户生计脆弱性问题得到关注。生计包括能力、
资产以及一种生活方式所需要的活动 [1]。可持续生
计是指能够处理压力并从中恢复，保持、提升能力
和资本而不破坏自然资源基础。英国国际发展署
（DFID）提出的可持续生计框架在辨识生计要素的
基础上探讨生计影响因素及互动关系，为农户生计
研究提供了一个整合框架工具和系统化思路 [2]，深
刻影响了世界各国的农户生计理论与实践。该框架
结合了脆弱性分析和农户生计分析的优势，被学界
广泛应用于扶贫领域和贫困脆弱性研究 [3-6]，探讨风
险分担网络 [7]、社会资本 [8-9]、社会保障体系 [9] 和
生态补偿 [10-11] 等因素在抵御外部风险、改善生计和
降低贫困脆弱性方面的积极作用。
脆弱性概念起源于生态领域自然灾害和气候变
化研究 [12]，世界银行在《世界发展报告 2000/2001 ：
与贫困作斗争》中指出，不安全和脆弱性概念动态
地描述了随时间推移人们针对变化所做出的响应。
不安全是指暴露于风险之中，而脆弱性是指风险等
外部冲击导致福利水平下降的可能性，即系统暴露
于风险等外部冲击时遭受损害的可能性 [12-14]。政府
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认为，适应性、敏
感性和暴露共同构成了脆弱性的概念框架 [15]。适应
性强调系统或行为主体在面临扰动时，如何趋利避
害，从而保持可持续性 [16]，是行为主体或行动者的
行为过程或行为动态 [17]。调控适应性是系统改变暴
露和敏感性进而降低脆弱性的关键。随着研究的深
入，生态系统领域的脆弱性内涵逐渐拓展到社会—
生态系统（Socio-Ecological Systems, SESs）。社会—
生态系统是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相互影响的复杂适
应系统，受自身与外界的干扰和驱动，具有不可预
期性、自组织性、复杂性、历史依赖、多稳态或体
制等特征，并具有强大的交互反馈能力 [18-20]，脆弱性、
恢复力、适应性和稳健性是描述系统应对干扰能力
的关键术语 [21-22]。
社会—生态系统研究热潮的兴起使脆弱性逐
渐成为公共卫生、贫困与发展、生计保障、可持续
与适应力研究领域的核心概念 [23]，而乡村旅游业
的蓬勃兴起进一步推动了农户可持续生计和旅游地
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研究。乡村旅游使当地人—
地互动愈趋强烈，旅游业内在脆弱性、旅游地生态
与自然资源使用状况的改变、人文社会环境变迁等
对农户传统生计构成胁迫，导致农户生计资本发生
重大变化，加上旅游受益不均导致的社会矛盾激
化，旅游地社会—生态系统的复杂性与脆弱性明显
上升 [24]。陈佳等 [25] 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从农户
生计、旅游开发和社区发展的互动视角，借助 SESs
脆弱性指标评价法，分析了秦岭北麓旅游开发对农
户生计的影响，发现农户生计方式变迁导致旅游地
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增强。丁士军等 [26] 在可持
续生计框架基础上利用因子分析及因子综合得分方
法，评价失地前后农户生计资本变化 ；杜书云和徐
景霞 [4] 的研究表明，土地权益缺损、再就业渠道过
窄、社保体系覆盖缺失等内外部因素引致了失地农
民群体的可持续生计困境，并因失地程度、户籍特
征和城市融入差异呈现多样性。吴吉林等 [27] 认为，
农户适应乡村旅游发展的根本原因是社会—生态系
统失调、政策推动和生计资本，理性是农户适应行
为的内因，而传统观念和生计策略决定了适应结果。
席建超和张楠 [28] 以可持续生计理论为基础对河北
野三坡旅游区苟各庄村进行了研究，发现旅游使得
农户生计模式发生分层和空间极化，并从生计资本、
生计策略和生计结果 3 个方面比较了旅游主导型生
计模式和兼业型生计模式。
总体上讲，国外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研究先
于国内，注重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理论、机制和
through the supply of institutions, improve their natural and physical capital, establish higher coverage of social security 
system, and enhance farmers’ capability of resisting livelihood risks. 
Key words：rural tourism; farmers’ livelihood; social-ecological system; livelihood vulnerability; livelihood capital; 
livelihood strategies;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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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框架的探讨与完善，而国内学者更多立足于国
内扶贫和乡村旅游发展实践，开展脆弱性研究的本
土化应用 [29]。尽管可持续生计概念已被广泛接受，
当前国内研究却集中于考察农户生计资本变动，较
少考虑农户生计脆弱性问题，且缺乏对农户生计资
本、生计脆弱性影响因素的探究。此外，国内多数
研究缺乏对农户行为过程整体的审视，难以充分挖
掘农户行为反应与目的地社会—生态系统之间的联
系，研究视角缺乏整体性、动态性和过程性 [24] ，难
以充分解释旅游发展对当地社区社会—生态系统的
影响，及其导致的农户生计变迁过程与机理，因而
难以有效指导农户应对乡村旅游的多重影响，趋利
避害实现可持续发展。因此，本文基于社会—生态
耦合分析视角，将乡村旅游目的地视为局域性的社
会—生态系统，“旅游”视为对系统的扰动，“参与
旅游”视为农户生存理性下的适应性生计策略，对
案例村中不同生计类型农户的生计资本、生计脆弱
性进行定量评价，在此基础上结合“动态贫困”研
究，对“农户可持续生计”问题进行了探讨。这有
利于更好地刻画乡村旅游发展中农户生计的动态变
化，为我国制定推动乡村旅游发展、振兴农村、提
高农户生活满意度的政策提供有益的启示。
1  研究方法
1.1  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选案例村均为福建省“美丽乡村建设”
试点村（部分为旅游扶贫试点村）。福建省素有“八
山一水一分田”之称，森林覆盖率达 65.95%，连续
38 年居全国第一，水源、大气等生态环境要素连年
保持全优。除了青山秀水，古村落、古楼厝、红色
文化遗迹等人文景观为乡村添加了独特韵味。近几
年，凭借丰富而各具特色的自然人文资源，福建省
乡村旅游发展已走在全国前列，“旅游扶贫”工程
持续推进。为打造“美丽乡村升级版”，持续推进
乡村旅游发展，促进农民增收致富，福建省旅游局
于 2014 年推出“百镇千村”行动计划，以“清新福建”
为品牌，组织开展乡村休闲集镇、特色村创建工作，
得到各地乡村积极响应。2015 年福建省发改委发布
“乡村旅游扶贫工程实施方案”，通过挑选出乡村旅
游扶贫重点村以加大帮扶力度。据统计，福建省旅
游发展委员会近 3 年共安排 3 580 万元作为旅游扶
贫专项资金，全省 52 个旅游扶贫重点村中旅游从
业人员增长 20%，脱贫率达到 39%。旅游扶贫工程
实施成效明显，农户生计境况整体得到显著改善。
然而，案例村在资源、使用者和治理三个方面的差
异导致发展路径异化，进而对农户生计形成显著的
差异化影响。
项目组在“互联网搜集信息 + 电话访谈 + 实地
预调研（部分）”的基础上筛选出具有调研可行性
的 5 个村：CX 村、HK 村、YC 村、WT 村和 SJ 村。
2017 年 1 月和 9 月先后对这 5 个村进行了实地调
查，调查方法如下：1）对村干部进行半结构式访谈，
内容包括本村人口与自然地理情况、乡村旅游发展
历程与现状、农户生计境况变迁等 ；2）实地观察
村庄地形地势、村居分布、村容村貌和主要旅游景
点等 ；3）入户问卷调查，在不同自然村按照常住
农户家庭户数随机抽取 1/4~1/3 的样本（若案例村
村居分散，则以主村为调研区域 ；若案例村农户数
量多，则随机确定调研区域后进行比例抽样）。本
次实地调查共回收问卷 293 份，其中有效问卷 286
份，有效率为 97.61%。受访农户基本信息见表 1。
1.2  变量选择
本文将包括认知资本在内的 6 类农户生计资本
分别归入生态、社会和经济三个子系统（6 类生计
资本共计 24 个指标，表 2），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
法来说明乡村旅游发展前后农户生计资本各项指标
的变化。具体设置：1= 很差 / 大减、2= 略差 / 略减、
3= 没变化、4= 略好 / 略增、5= 很好 / 大增。
1.3  分析方法
为 系 统、 全 面 评 价 农 户 生 计 情 况， 本 文 采
用专家打分法确定权重以计算农户生计资本指数
（Livelihood Capital Index，简称 LCI），采用熵值法
确定权重以计算农户生计脆弱性指数（Livelihood 
Vulnerability Index，简称 LVI）。实地调查共发放专
表 1　受访农户基本信息统计
Table 1　Basic information of surveyed farmers
项目 属性值 数量（人） 占比（%）
性别
男 176 61.54
女 110 38.46
年龄（岁）
≤ 30 48 16.78
31~59 205 71.68
≥ 60   33 11.54
家庭总人口数
（人）
1~5 157 54.89
6~10 121 42.31
11~15    8   2.80
民族
汉族 267 93.36
少数民族 19 6.64
政治面貌
干部 / 党员 46 16.08
群众 240 83.92
受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 71 24.82
初中 132 46.15
高中 57 19.93
大学及以上 26 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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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问卷 8 份，由专家以匿名方式对农户生计资本评
价指标的重要性进行打分（极不重要 =1、比较不重
要 =2、一般重要 =3、比较重要 =4、极为重要 =5）。
专家包括镇政府乡村旅游负责人和村干部。回收问
卷后，对专家打出的分值进行加权平均以求得指标
权重。熵在信息论中被用以度量离散程度，熵值法
是根据数据信息的离散程度以确定权重。在指标
评价中，信息熵值越小（或者说信息效用值越大），
指标所能提供的信息量就越大，指标权重就越大。
熵值法属于客观权重法，可排除主观因素干扰，使
农户生计脆弱性评价更为科学。生计脆弱性指数计
算公式为 ：
i j ij
1
LVI
j
W Q
=
=∑ 　　 ij ij / 5Q X=
式中 ：Wj 是熵值法得出的指标 j 的权重，Xij 是第 i
个样本第 j 个指标初始数据值，Qij 是 Xij 的标准化
结果。
为进一步揭示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驱动案例村
农户生计脆弱性水平上升的关键因素，本文参考陈
明星等 [30] 对中国城市化的动力因子研究，引入“驱
动力”这一概念，探讨农户生计脆弱性的驱动因子。
驱动力计算公式为 ：
ij j ij j ij
1
/
n
j
A W Q W Q
=
= ∑
式中 ：Aij 表示第 i 个样本第 j 个指标对农户生计脆
弱性的驱动力。将各指标的脆弱性驱动力分别相加，
得到 6 类生计资本的脆弱性驱动力，据此开展农户
生计脆弱性驱动因子分析。
表 2　农户生计资本指标得分及权重设置
Table 2　Weights of household livelihood capital index
系统 资本 指标 指标符号
平均得分
（农户评价）
主观权重（%）
（专家打分法）
客观权重（%）
（熵值法）
生态系统
自然资本
（N）
村庄环境质量 N1 4.25 4.52 2.98
村庄资源优势 N2 4.14 4.15 2.35
村庄交通通达性 N3 4.40 4.76 1.97
家庭人均耕地面积 N4 2.55 2.93 8.77
小计 15.34 16.36 16.07
社会系统
人力资本
（H）
技能培训机会 H1 3.47 3.66 3.43
家庭对教育的投入 H2 3.63 4.52 3.54
家庭旅游经营能力 H3 3.55 4.64 3.30
家庭旅游从业人数 H4 3.73 3.79 3.27
小计 14.39 16.61 13.55
社会资本
（S）
亲族间走动与联系 S1 3.67 3.54 4.29
邻里关系 S2 3.85 4.27 3.71
贫困人口参与度 S3 3.43 3.91 3.93
自组织合作倾向 S4 3.54 4.27 4.96
小计 14.49 16.00 16.91
认知资本
（C）
旅游发展机遇 C1 3.91 4.52 3.05
旅游扶持政策知晓度 C2 3.46 4.40 4.75
旅游参与积极性 C3 3.75 4.76 3.77
生态保护意识 C4 4.15 4.88 2.25
小计 15.27 18.56 13.83
经济系统
金融资本
（F）
获得银行贷款的机会 F1 3.59 4.03 3.31
获得政府补助的机会 F2 3.26 4.03 3.35
获得 NGO 捐赠的机会 F3 3.12 3.17 2.91
家庭收入来源多元化 F4 3.65 4.40 3.68
小计 13.62 15.63 13.24
物质资本
（P）
旅游公共设施 P1 4.11 4.76 1.98
旅游组织数量 P2 3.88 4.03 2.13
家庭经营性资产丰富度 P3 3.57 4.64 3.84
房屋改扩建容易程度 P4 1.26 3.42 18.25
小计 12.81 16.85 26.40
注：表中“平均得分（农户评价）”为被调查农户对该项指标进行评分的算术平均值，主观权重、客观权重分别由专家打分法、熵值法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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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与分析
2.1  案例村旅游发展概况
2003 年 CX 村开始依托古村落、两溪和丰富的
森林资源发展旅游业，逐渐形成“休闲、度假、娱
乐、健身”四位一体的乡村旅游发展格局。CX 村
先后引进 5 家旅游公司进行项目开发，其中 3 家为
F 市国资控股。旅游公司普遍采取租地经营方式，
定期向农户支付租金，资助村庄公益事业。F 市政
府财政支持、企业捐资、信用社优惠贷款对 CX 村
旅游发展和农户生计改善有着重要作用。截止 2016
年末，约 260 位村民在旅游公司就业，农家乐、民
宿和特产店合计超过 50 家。村委会探索出“旅游 +
特色种植”产业发展模式，鼓励农户承包经营。近
期，CX村将在F市主导下整合全村旅游资源经营权，
村集体以资源入股，拥有 20% 股份。
HK 村旅游资源为客家土楼。90 年代初，Y 县
成立旅游公司，对 HK 村土楼群进行管护，逐渐形
成“村庄景区合一”的发展模式。申遗成功后，Y
县整合资源，成立县政府控股的大型旅游公司对土
楼资源进行日常经营管理。申遗 10 年，Y 县政府
累计投入资金 2.6 亿元进行土楼维护和景区打造，
鼓励农户经营各类门店和商铺，并出台相关规定予
以规范。旅游公司有 300 余名员工，70% 来自当地
村民，“人员招聘向景区内村民倾斜”的承诺得以
落实。除旅游公司就业外，HK 村民参与旅游门票
分红，年均 1 000 元。
20 世纪 90 年代，T 县实施“旅游兴县”战略，
设立大金湖景区。SJ 村集体与私人合股成功开发出
首个旅游项目，充分调动了村民的积极性。在村委
会引导下，SJ 村相继成立渔业、家庭旅馆和游船三
大协会分别对接大金湖景区渔业、民宿餐饮、游船
购物等服务业，实现统一经营、抱团发展。同时，
SJ 村委积极向 T 县政府争取项目资金，完善旅游配
套和村民生活设施。目前，SJ 村 80% 以上农户从
事旅游，村民在渔业协会中持有 12% 的股份，每股
年均分红 3 000~4 000 元。家庭旅馆协会成员 70 户，
营业收入约 1 000 万元。全村约 60 人在游船协会下
属航运公司从事游船驾驶，人均工资不低于 3 万元。
2006 年，WT 村新任村支书提出“二次创业”
口号，凭借对台优势，充分挖掘滨海旅游资源和战
地文化，发展乡村旅游。村委会积极提升村庄凝聚
力，充分利用“美丽乡村建设”补助和奖金，加强
环境整治，完善旅游配套，吸纳村民就业。同时，
引导成立鲍鱼养殖协会，发展休闲渔业。J 市政府
出资完善村内公共设施，提升村民生活便利性。截
止 2016 年末，村内共有农家乐、渔家乐 30 余家，
特色主题民宿相继投入运营，600~700 位村民从事
旅游。目前，WT 村已完成集体资产股份制改革，“户
户持股”，准备以公司形式与外部企业合作，兼以
合作社形式争取政府补助，做到全民尽享旅游收益。
2003 年梁野山国家自然保护区设立。2010 年
W 县政府通过招商引资引入旅游公司打造“梁野山
景区”。公司支付耕地占用补偿，年末支付固定数
额（约 2~3 万元）用于村公益事业。同时，W 县
政府也积极完善村庄生产生活设施。在 W 县政府
鼓励下，YC 村第一家以吃土鸡、土鸭和原生态绿
色食品为主的“森林人家”诞生并取得巨大成功。
2014 年 YC 村成立“森林人家合作社”（有 28 个
会员），对经营户的菜单价格进行统一。另一方面，
YC 村青年党员带头成立四季果园合作社，有社员
130 多人、果园面积约 20 hm2，走“农旅结合”路线，
发展生态观光农业，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采摘。
从社会—生态耦合分析视角看，可以将案例村
村情分为生态系统，社会系统和经济系统 3 个层面
来梳理（表 3）。
2.2  乡村旅游对农户生计的影响
在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县市级政府这一结构
主体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政府通过“美丽乡村
建设”扶持政策，对乡村环境综合整治和游玩项目
开发进行财政补助，不断完善旅游配套设施，并借
助政府网站等公共平台进行宣传 ；完善农户生产生
活设施，如新建 / 扩建对外交通 / 宅间道路、改造
公共照明与供电供水系统 ；加强农业产业、旅游服
务技能礼仪培训，引导农户了解旅游、参与旅游。
然而，如果政府处理不好“支持”与“激发社区活
力”的关系，就会剥夺社区的旅游发展话语权，进
而使农户产生依赖心理，不利于乡村旅游的可持续
发展。以 CX 村为例，社区发展基础薄弱和各级政
府的“过分关注”使 F 市政府强势介入，公有资本
享有旅游资源开发经营管理权，未在各个重要环节
充分吸收农户参与，导致参与的低层次性和发展的
依赖性（HK 村情况相同）。相较之下，WT 村所在
的 J 市政府和 SJ 村所在 T 县政府更强调社区的主
观能动性，角色更像是“后台支持”而非“前线指挥”。
社区自治组织和政府行政代理人的双重身份决
定了村委会这一结构主体的特殊性。实地调查发现，
村委会在乡村旅游发展中主要发挥了以下作用 ：召
集村代会，传达上级政府关于“美丽乡村建设”的
政策及指令 ；制定村规民约，移风易俗，倡导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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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德和遵纪守法 ；担任中介角色，对接上级政府、
旅游公司和农户，如争取项目资金、反馈农户利益
诉求、协调主体间的矛盾 ；凝聚村庄力量，改变农
户观念，引导农户参与和组建合作社，扩大乡村旅
游发展受益面。WT 村新任村支书提倡“二次创业”，
积极向上级政府争取补助，同时以“战地文化”凝
聚民心，推动乡村旅游快速发展。此外，村委会主
导景区管理、制定村规民约、实施集体资产股份制
改革都将确保社区的旅游发展受益权和农户生计的
持续改善。相较之下，虽然 CX 村和 YC 村委会都
在积极引导农户合作开展农业产业化种植经营（CX
村体现为林下种植项目，YC 村体现为四季果园项
目），但更多是执行上级政府指令，配合政府和旅
游公司落实项目征地目标，自身主观能动性不强。
旅游公司这一结构主体是外部资本和专业管理
能力的象征，在乡村旅游发展中主要发挥了以下作
用 ：整合村内旅游资源，进行景区规划、打造 ；多
渠道营销宣传，提升当地知名度 ；为当地农户提供
就业岗位，实现部分劳动力转移就业 ；固定支付给
村集体一定资金（2 万元 ~20 万元不等，根据旅游
项目收益和事前承诺进行调整），用于公共设施维
护、环境卫生整治和社区福利。WT 村引进的游玩
项目，为两三百人提供了就业岗位，并每年支付村
集体固定数额用于道路和环境卫生维护，对改善农
户生计发挥了重要作用。YC 村所引进的旅游公司
未雇用当地农户，除了开发旅游景点、每年支付固
定数额用于村公益事业外，未曾与 YC 村开展实质
性合作，对改善农户生计并未发挥显著作用。HK
村的旅游公司为县国资控股，行政色彩浓厚，旅游
开发经营管理过程中不乏忽视社区参与、农户意愿
的现象，农户积怨已久，双方常有矛盾争执。
此外，各类农户专业合作社或协会组织也在乡
村旅游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整合社区分散的金
融、土地和人力资源，共同开发经营旅游项目。以
SJ 村为例，该村成立的三大协会将渔业、家庭旅馆
与餐饮业和旅游航运业进行整合，吸纳农户入股，
并统一了相关的经营管理制度。三大产业的有机融
合为农户提供了充足的发展机遇和生计机会，推动
了乡村旅游的规范有序发展。CX 村的数个合作社
更类似“个人公司”，分别由一个或极少数社区精
英控制，趋利性强，“单打独斗”色彩浓厚，“互助
交流”功能稍显不足。此外，WT 村正尝试成立全
民合作社，“户户皆社员、人人为股东”；HK 村的
合作社参与不足 ；YC 村的“森林人家合作社”旨
在控制餐饮价格，防止恶性竞争。
旅游业的引入对乡村社会—生态系统形成全方
位冲击。为适应乡村旅游蓬勃发展的新业态和不断
变化的脆弱性语境，农户纷纷调整家庭生计策略以
表 3　案例村村情简介
Table 3　Brief introduction of the surveyed villages 
案例村 生态系统 社会系统 经济系统
CX 村
（F 市）
位于太姥山南麓，是“山海川岛”
中“川”的重要组成部分。幅员 9 
km2，村落四面环山，两溪依村蜿
蜒流过，森林覆盖率达 90%。耕地
约 93.4 hm2，主要种植白茶。
现辖 14 个自然村共 408 户 1 800 余人，其中畲
族 156 户 802 人。常驻人口占比不足 2/3，70%
的劳动力外出务工。沈、杜、吴三大姓氏多有
政治商业精英，村民关系融洽。对政府支持满
怀感激，但质疑村委能力和廉洁性。
建档立卡贫困户 2 户 7 人。外出务工
经商为主要收入来源。2015 年人均纯
收入 1.36 万元，旅游收入占比 40%。
每年 5 ～ 10 月为旅游旺季，近两年
游客量约 20 万人次。
HK 村
（Y 县）
丘陵地形，幅员 7.1 km2，群山环抱，
溪水穿村而过。村民世代以土楼为
居，村落呈狭长带状分布。耕地约
106.7 hm2，水稻为传统作物。
全村有 17 个村民小组，共 918 户 3 062 人。常
住人口约占一半，50% 以上青年劳动力外出务
工。林氏家族独大，宗亲关系紧密，社区和睦。
不喜政府干预，部分村民抵制旅游业。
外出务工经商为主要收入来源。2016
年人均收入 1.34 万元，旅游收入占
比约 50%。每年 5 月至春节为旺季，
游客量超 400 万人次。
SJ 村
（T 县）
地处大金湖畔，村落沿湖呈狭长型
分布。低山环绕，森林茂密，鱼类
繁多。林地约 1 334 hm2，耕地约
17.4 hm2，主要种植水稻。
现辖 4 个自然村共 144 户 944 人，常住人口占
比 98%，劳动力外出务工占比 5%，2 户外地人
常住。吴、李二大姓氏多有商业精英，社区竞
争氛围浓厚，不忘相互扶持。与政府关系愉快，
村委班子声望高。
建档立卡贫困户 3 户。农业耕种和外
出务工为传统生计，外地人从事旅游
经营。2015 年人均纯收入 1.48 万元，
旅游收入占比超过 80%。旅游旺季为
7 ～ 10 月，游客量约 40 万人次。
WT 村
（J 市）
地处半岛南端，幅员 3 km2。三面
临海，海岸线曲折绵长，沙质洁净，
近海渔业资源丰富。耕地约 66.7 
hm2，主要种植小麦、玉米。
现辖 10 个村民小组共 1 270 户 4 300 余人，常
住人口占比约 70%，劳动力外出务工超过 50%，
外地人约 3 500 人。吴、洪二大姓长期交替执掌
村委会，历史矛盾大，社区凝聚力弱。村民对
政府心怀感激。
外出务工、近海捕捞和港口物流是原
支柱产业，外地人从事土建、捕鱼和
物流。2016 年人均收入 3.5 万元，旅
游收入占比近 20%。5 ～ 11 月为旺季，
游客量约 120 万人次。
YC 村
（W 县）
位于梁野山南麓，四面环山，森林
覆盖率达 90%。地势北高南低，瀑
布飞悬，土地肥沃。林地约 1 020 
hm2，耕地约 53.4 hm2，主要种植
水稻。
现辖 3 个自然村共 155 户 805 人，常住人口占
比 50%，劳动力外出务工人员占比超过 80%。
邱、钟二大姓划区聚居，共掌村委会，协商而治，
氛围融洽，邻舍和睦。感激政府支持，但质疑
招商引资的效果。
贫困户 11 户 36 人。农户生计依赖外
出务工，2016 年人均收入 2.1 万元，
旅游收入占比约 30%。旅游旺季集中
在春节、五一和 7 ～ 10 月，2015 年
游客量达到 40 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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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一定的生计目标，这是农户生计资本存量与生
存理性综合作用的结果。实地调查发现 ：耕地、山
林等物质性自然资本在传统农业种养殖生计中占有
核心地位，而“土地景观化”显著减少了农户所拥
有（经营使用权）的耕地、山林面积，进而对农户
传统生计构成胁迫 ；农户参与旅游的生计策略不仅
取决于生计资本存量，而且受村庄治理体系、社会
网络、地理区位的影响 ；是否参与旅游对农户生计
资本有显著影响，即旅游经营户的生计资本水平明
显高于传统生计型家庭 ；乡村旅游发展改善了村庄
公共设施，实现了收入上升（旅游参与户表现最为
明显）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双重目标，但对“参与旅游”
生计方式的过度依赖明显提高了农户生计脆弱性。
2.3  乡村旅游对农户生计影响评价
2.3.1  农户生计资本评价  总体上看，农户的 6 类生
计资本得分值与农户生计资本指数均介于“没变化”
（3 分）和“略好 / 略增”（4 分）之间（表 4），说
明乡村旅游发展确实改善了农户生计资本，但并不
明显。其中，自然资本（3.834）和认知资本（3.818）
改善相对最为明显，物质资本（3.204）改善相对最
不明显，说明农户对乡村旅游这一新生事物已有比
较好的认识，参与积极性比较高，通过各结构主体
的合作，环境质量、资源优势和交通设施得到较为
明显的改善，然而严格的房屋改扩建审批程序（1.26，
表 2）对农户物质资本积累形成极大限制。
在村庄层面，除了金融资本，SJ 村农户其他 5
类生计资本得分值与生计资本指数均为最大值，其
次为 YC 村和 WT 村，最后是 CX 村和 HK 村。这
说明乡村旅游发展给 SJ 村农户带来的生计资本改
善相对最为明显（从旅游业的高参与率即可看出），
YC 村、WT 村和 CX 村次之，HK 村农户生计资本
改善相对最不明显。值得一提的是，CX 村农户金
融资本得分值最高，这是因为常有外地企业进行捐
款和对口帮扶，而其他 4 个案例村并无此情况。
各生计类型农户的 6 类生计资本得分值与生计
资本指数均大于 3（表 4），就生计资本指数而言，
主营型农户＞兼营型农户＞传统型农户。参与型（包
括主营型和兼营型，下同）农户 6 类生计资本得分
值与生计资本指数明显高于传统生计型农户，而主
营型农户的 6 类生计资本得分值与生计资本指数和
兼营型农户差别很小。这说明乡村旅游发展使各生
计类型农户普遍受益，生计资本有所改善，但参与
型农户相对更为明显。具体地，人力资本的差异相
对最为明显（以均值计差异为 0.399），除了参与旅
游的家庭劳动力人数外，参与型农户能接受到更多
旅游服务技能礼仪培训，且游客消费能激发农户的
市场意识，提高农户旅游经营能力。其次，认知资
本、社会资本、自然资本和物质资本的差异相对较
小。金融资本的差异相对最不明显（以均值计差异
为 0.117），且差异来源主要是参与型农户，特别是
兼营型农户的生计活动更为多样，获得收入的渠道
更为多元化。此外，主营型农户的自然资本、社会
资本、认知资本和物质资本得分值高于兼营型农户，
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得分值低于兼营型农户。
2.3.2  农户生计脆弱性评价  在对农户生计资本进行
评价的基础上，本文借鉴已有研究 [25]，利用熵值法
计算生计脆弱性指数（LVI）以对农户生计状态和
生计风险进行评价，进一步描绘社会—生态系统遭
遇外部扰动与冲击时对农户生计持续性产生的不利
后果。统计显示，生计脆弱性指数最低值为 0.513
表 4　农户生计资本描述性统计
Table 4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farmers’ livelihood capital
项目 属性值 样本数
生计资本
LCI
N H S C F P
案例村
CX 村 85 3.644 3.674 3.556 3.694 3.571 3.121 3.588
HK 村 63 3.583 3.456 3.381 3.591 3.250 3.012 3.426
SJ 村 37 4.189 4.000 3.986 4.162 3.480 3.405 3.927
WT 村 70 4.079 3.386 3.775 3.879 3.261 3.293 3.660
YC 村 31 3.887 3.677 3.524 4.073 3.508 3.379 3.705
全样本 286 3.834 3.598 3.616 3.818 3.406 3.204 3.626
生计
类型
主营型 118 3.919 3.758 3.722 3.960 3.456 3.284 3.735
兼营型 41 3.866 3.823 3.689 3.878 3.463 3.250 3.698
传统型 127 3.744 3.376 3.510 3.667 3.341 3.114 3.502
参与型 159 3.906 3.775 3.714 3.939 3.458 3.275 3.725
生计资本差异 - 0.162 0.399 0.204 0.272 0.117 0.161 0.223
注 ：根据家庭劳动力旅游参与比例（Participation Rate，简称 PR= 劳动力参与旅游人数 / 家庭总劳动力总数），将农户生计策略分为三类 ：旅
游主营型（简称主营型，PR ≥ 0.5）、旅游兼营型（简称兼营型，0 ＜ PR ＜ 0.5）和传统生计型（简称传统型，包括务农、外出务工 / 经商，
PR=0）。其中，主营型和兼营型合称参与型。生计资本差异 = 参与型农户生计资本—传统型农户生计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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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注），这表明案例村农户为中度、中高度、高
度生计脆弱。具体地，1.05% 的农户生计高度脆弱，
62.24% 的农户生计中高度脆弱，36.71% 的农户生
计中度脆弱（表 5）。农户生计整体处于中高脆弱度
水平（0.627），这说明乡村旅游发展确实提高了农
户生计脆弱性水平。在村庄层面的 LVI，HK 村＜ CX
村＜ YC 村＜ WT 村＜ SJ 村，SJ 村农户生计资本
改善相对最为明显，但其生计脆弱性水平也相对最
高，HK 村农户生计资本改善相对最不明显，但其
生计脆弱性水平也相对最低。此外，在全部案例村
中，仅 WT 村存在农户生计高度脆弱的情况（3 户，
占比 4.29%）。
表 5　农户生计脆弱性水平描述性统计
Table 5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the vulnerability of household livelihood
项目 属性值 样本数 平均值
高度生计脆弱 中高度生计脆弱 中度生计脆弱
农户数 样本占比（%） 农户数 样本占比（%） 农户数 样本占比（%）
案例村
CX 村 85 0.612 0 0 47 56.47 38 43.53
HK 村 63 0.593 0 0 25 39.68 38 60.32
SJ 村 37 0.683 0 0 37 100 0 0
WT 村 70 0.646 3 4.29 49 70.00 18 25.71
YC 村 31 0.631 0 0 20 64.52 11 35.48
全样本 286 0.627 3 1.05 178 62.24 105 36.71
生计类型
主营型 118 0.644 2 1.69 88 74.58 28 23.73
兼营型 41 0.641 1 2.44 30 73.17 10 24.39
传统型 127 0.607 0 0 60 47.24 67 52.76
注：参考已有研究，本文将 0.8 ≤ LVI ＜ 1 定义为高度生计脆弱，0.6 ≤ LVI ＜ 0.8 为中高度生计脆弱，0.4 ≤ LVI ＜ 0.6 为中度生计脆弱 , 0.2 ≤ LVI
＜ 0.4 为中低度生计脆弱，0 ≤ LVI ＜ 0.2 为低度生计脆弱。经测算，全样本农户生计脆弱性指数评价结果区间值为 [0.513, 0.831]，大于 0.4，
故表 5 未列示低度、中低度生计脆弱的农户数统计结果。
对采用不同生计策略的农户，其生计脆弱性
评价结果显示，主营型＞兼营型＞传统型，主营型
农户、兼营型农户中分别有 2 户、1 户处于生计高
度脆弱水平，且中高度生计脆弱农户数占比高达
74.58% 和 73.17%（表 5），而 52.76% 的传统型农户
生计中度脆弱。这说明乡村旅游参与度越高，农户
生计越具脆弱性。实际上，农户家庭劳动力旅游参
与度越高，农户生计对旅游业的依赖性越强，农户
所承受的旅游业发展对社会—生态系统形成的扰动
与冲击就多，即农户面临的生计风险越多。旅游业
自身的季节性与周期波动性及其它非预期因素的作
用会明显提高旅游参与型农户生计资本受损的可能
性。另一组数据也能证明这一结论 ：在 286 个农户
样本中，占比分别为 41.26%、14.34% 和 44.40% 的
主营型农户、兼营型农户和传统型农户在“高度、
中高度生计脆弱”的农户家庭（共 181 户）中占比
分别为 49.72%、17.13% 和 33.15%。
2.3.3  农户生计脆弱性驱动因子分析  乡村旅游发展
对案例村社会—生态系统的扰动与冲击覆盖了生
态、社会和经济三大子系统。进一步讲，社会子系
统遭受的不利扰动是农户实现“降低脆弱性”这一
生计输出的最大障碍。乡村产业结构转型拓展了农
户生计策略选择范围，农户自主适应性调整和旅游
业季节性特征的共同作用提高了社会资本和认知资
本对农户生计的重要性程度。然而，农户所拥有的
社会资源需要长期积累和维护，农户对生计环境的
认知与态度需要长期引导才能产生质的转变。换句
话说，社会资本和认知资本本身就具有高度的不稳
定性，正是这种“高度不稳定性”造成了生计变迁
的复杂性和不可预期性，进而成为驱动生计脆弱性
水平上升的关键力量。
从指标层看，案例村和生计策略类型研究皆表
明“P4 房屋改扩建容易程度”、“N4 家庭人均耕地
面积”、“S4 自组织合作倾向”是驱动农户生计脆弱
度上升的三大核心因素，驱动力分别为 7.33%、7.10%
和 5.59%（表 6）。
从发展趋势看，乡村旅游使当地资源潜力逐渐
爆发，传统农村迸发出新的生命力。然而，乡村旅
游开发过程即是“土地景观化”过程。为保证旅游
景观的“整齐划一”，政府对农户改扩建房屋的行
为进行全面严格审批（包括但不限于房屋占地面积、
结构、楼层数、朝向、外部装饰、庭院布局、设施
摆放），限制了农户物质资本扩张。旅游业与传统
农业的“竞地矛盾”往往导致部分耕地变成旅游设
施和景观，还有部分耕地被限制耕种。人均可支配
耕地面积减少，迫使农户转变思维以适应旅游发展
业态，而政府对房屋改扩建的限制构成农户自主适
应的制度性障碍。村庄发展和旅游业兴衰被紧紧绑
在一起，农户生计直面旅游业季节性、周期波动所
产生的外部冲击而适应力不足，生计状况“明面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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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内里脆弱”（生计资本存量得到总体改善，但
农户缺乏自主优化调整生计资本组合的能力，即对
外部冲击的响应与应对受到掣肘）。
此外，旅游业突出了资源的商业属性，市场竞
争意识对当地社会系统进行渗透，对以血缘纽带、
地理亲近为基础建立起的人际关系网络形成巨大冲
击，社区内部矛盾激化正逐渐侵蚀“自组织合作”
的信任基础。血缘亲情关系作为农户生计的“保障
网”，已出现“漏洞”。独木难支，尽管单个农户实
现生计资本改善，社区支援力量的逐渐瓦解却仍会
将农户响应与应对能力置于“风险敞口”。农户在
降低生计脆弱度的过程中仍面临重重困难。
3  结论与政策建议
3.1  结论
基于对福建 5 个案例村的实地研究表明，乡村
旅游促进了旅游目的地农户生计资本改善，除了旅
游参与度（生计策略），农户生计资本还受到旅游
公司合作和村干部能力（结构与过程转型）、农户
互助交流（脆弱性语境）的显著正向影响。乡村旅
游对当地社会—生态系统形成全面冲击，农户生计
脆弱度整体处于中高水平。社会子系统遭受的不利
扰动是农户实现“降低脆弱性”这一生计输出的最
大障碍，社会资本和认知资本本身的高度不稳定性
是驱动生计脆弱性上升的关键。
尽管乡村旅游增加了农户收入，提升了劳动力
素质，但也带来了风险——在可用土地、森林资源、
生活环境、粮食安全等方面的退化。综合起来，风
险变化大于收入提升的机遇，系统脆弱性增强，这
与农户社会资本欠缺，对乡村旅游机遇的认知不充
分有关。同时，由于地理区位、家庭资产、个人能力、
旅游认知等的不同，农户从乡村旅游中获得的收益
不对等，邻里关系与社区和谐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这也不利于农户积累社会资本和开拓乡村旅游生计
策略，进而驱动其生计脆弱度上升。
社会—生态耦合分析为深化乡村旅游对农户生
计脆弱性影响研究提供了一个较好的思路，有助于
我们了解在旅游业带来的资源变化、生态环境改变
等驱动力之下，政府、农户、旅游公司和社区等资
源使用者应对这一变化所采取的行为互动过程及其
表 6　农户生计脆弱性驱动因子
Table 6　Driving factors of farmers’ livelihood vulnerability
系统 资本 指标 指标符号 驱动力（%） 合计（%）
生态系统
自然资本
（N）
村庄环境质量 N1 4.04
17.01
村庄资源优势 N2 3.09
村庄交通通达性 N3 2.77
家庭人均耕地面积 N4 7.10
社会系统
人力资本
（H）
技能培训机会 H1 3.81
15.55
家庭对教育的投入 H2 4.11
家庭旅游经营能力 H3 3.74
家庭旅游从业人数 H4 3.90
社会资本
（S）
亲族间走动与联系 S1 5.03
19.50
邻里关系 S2 4.57
贫困人口参与度 S3 4.30
自组织合作倾向 S4 5.59
认知资本
（C）
旅游发展机遇 C1 3.81
16.52
旅游扶持政策知晓度 C2 5.22
旅游参与积极性 C3 4.50
生态保护意识 C4 2.99
经济系统
金融资本
（F）
获得银行贷款的机会 F1 3.80
14.48
获得政府补助的机会 F2 3.48
获得 NGO 捐赠的机会 F3 2.91
家庭收入来源多元化 F4 4.29
物质资本
（P）
旅游公共设施 P1 2.61
16.94
旅游组织数量 P2 2.64
家庭经营性资产丰富度 P3 4.35
房屋改扩建容易程度 P4 7.33
注：参考已有研究，本文将 0.8 ≤ LVI ＜ 1 定义为高度生计脆弱，0.6 ≤ LVI ＜ 0.8 为中高度生计脆弱，0.4 ≤ LVI ＜ 0.6 为中度生计脆弱 , 0.2 ≤ LVI
＜ 0.4 为中低度生计脆弱，0 ≤ LVI ＜ 0.2 为低度生计脆弱。经测算，全样本农户生计脆弱性指数评价结果区间值为 [0.513, 0.831]，大于 0.4，
故表 5 未列示低度、中低度生计脆弱的农户数统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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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机理，丰富了现有乡村旅游研究的内容。
3.2  政策建议
一方面，尊重当地农户的主体地位和生计诉求，
为农户参与旅游规划、建设、运营、管理和营销等
核心环节扫除障碍，以制度供给保证农户对社区公
共事务的主导权。在引入旅游开发公司时，充分运
用旅游公司的资本运作和专业管理能力，在方案规
划、征集、制定和施工，运营与收益各个环节给予
社区农户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及一定的发展
权和剩余索取权，并接受农户、社区、协会和媒体
等社会各界的监督。提升农户对乡村旅游的认知，
优化生计策略组合，引导农户个体的自组织建设，
鼓励党员、社区精英带头成立协会 / 合作社等农户
互助组织，鼓励农户开展互助合作和经验交流，通
过抱团发展，从被动适应转为主动配置自身资源以
降低生计脆弱度。 
另一方面，应重视脆弱性语境对当地社会系统
的冲击，从政府、村庄、农户家庭三个层次构建生
计风险防护网，以信息交流、制度设计化解利益主
体之间的不对等，维护畅通的“认知—行动—反馈”
循环体系，控制并降低生计脆弱性水平。政府在推
动乡村旅游发展时，应减少农户参与旅游的制度性
和资源性障碍，如征地过程中应坚持适度原则，减
轻对农户生计策略转变的胁迫，本着公平、公开、
公正的征地补偿制度设计理念，对失地农户进行合
理补偿，并确保其土地增值收益权。在因旅游受益
不均而出现社区矛盾时，鼓励农村老年协会，村委
会、志愿组织等帮助协调沟通，促进邻里互助，通
过技能培训鼓励发展农村淘宝销售土特产、在线农
家乐，规范餐饮、民宿服务收费标准，建立可持续
的竞争体系。搭建农村金融信贷绿色通道，为弱势
农户降低贷款门槛，提高其金融资本以降低生计脆
弱性。
当前，贫困研究已取得重大进展，动态贫困概
念被学界和政界广泛接受。相较于静态贫困研究囿
于特定时间点的福利状态，动态贫困研究考虑了生
计风险和未来福利的不确定性，以“脆弱性”一词
对贫困农户的生计状况进行刻画，并强调农户生计
资本在风险、冲击下的易损性。生计脆弱性暗含了
“返贫”的可能性 ：脱离贫困的农户在遭遇外部冲
击后，有可能再次陷入贫困。因此，动态贫困问题
的解决，必须是长期的生计改善，降低生计脆弱性，
控制并消除“返贫”风险，即实现可持续生计。
历经 30 余年的扶贫之路，我国已进入“精准
扶贫”阶段，乡村旅游业正迸发出令人欣喜的巨大
潜力。政府在推动旅游业成为乡村主导产业的过程
中，必须对贫困农户的生计状况进行连续考察和跟
踪。改善生计资本并非是一劳永逸，社会—生态系
统遭受的全方位冲击仍有可能使过去的减贫努力付
诸东流。资源、使用者和治理三大要素联动，对农
户主动优化调整生计资本组合以适应不断变化的脆
弱性语境形成障碍。因此，有必要实施基于脆弱性
的政策干预，如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完善生态补偿
制度，提升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率 ；推进和谐社
会建设，倡导社区团结互助，共建社区生计保障网
络，提高农户生计风险抵御力和恢复力 ；优化制度
设计，明确社区和农户对旅游资源产权的主体地位，
保证农户的参与权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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